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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承担着其他国家大量的外包任务， 而较少关注本土制造

业企业主导的外包行为。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在离岸外包时与供应商的契约摩擦，
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扩展了一个不完全契约的企业外包模型， 研究契约

效率对异质性企业外包决策的影响及契约效率的内生性来源， 并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 契约效率不足时， 企业外包

要求的临界生产率比契约效率充足时更高， 且生产率对企业在外国的外包份额的影

响会降低； 契约效率的提升能显著提高企业在外国的外包份额， 且用工具变量法控

制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检验数据表明， 企业总部密集度中

只有资本密集度对外包份额有显著影响， 且增加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产品的消费替代

弹性能提高它与供应商博弈时的主导地位。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面对

契约效率不足时合理布局外包策略， 优化自身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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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 以自己的行动扩大了中间品贸易规

模， 努力发展和保护全球产业链， 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和贸易红利， 也使

自身在 ２０１７ 年成为东亚和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一极 （ＧＶ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但是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制造业往往承接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价

值链低端制造环节，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 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

重一直在 ５０％以上 （范子英和田彬彬， ２０１４） ［１］， 之后虽然有所下降， 但比重仍然

居高不下。 尽管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在早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 但这种贸易结构使

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过度依赖外来订单， 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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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国企业承担的这些制造任务开始出现变化， 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随着本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白雪洁和于庆瑞， ２０１９） ［２］和资源环境的约

束 （刘瑞翔和安同良， ２０１２） ［３］， 加工贸易的利润日益减少， 也难以突破这种 “低
端锁定” 效应来开展研发和创新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４］； 另一方面， 越南、 泰国等东

盟国家凭借相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区位优势开始承接其他国家的外包， 原先由

中国企业承接的外包任务开始部分地转移到这些国家。 传统的加工贸易面临来自国

内和国外的双重发展压力。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鼓励

行业龙头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 产业链、 价值链， 形成

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 布局市场网络的能力。 因此，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

外包策略， 构建自身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成为这些企业提高国际化水平和全球网络布

局进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也是摆脱和突破原有发展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
价值链产品的分段生产和组装需要最终品生产商和中间品供应商的有效合作，

但双方的有限理性和契约摩擦往往给价值链的形成和维系带来不确定性， 而这种外

包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时， 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对价值链的影响会进一步放大。
当企业在国内布局价值链时， 由于中国的法制体系还不够完善， 地方法院系统的执

行效率和信息透明度都有待提高 （蒋冠宏等， ２０１３） ［５］， 使得国内生产商和供应商

之间的合作本身就存在着契约效率不足， 而当企业想在全球构建价值链时， 面临的

不确定性可能更多。 尽管 １９９５年中国的加工贸易超过了一般贸易， 加入ＷＴＯ后更

是成为 “世界工厂”， 加速了与世界各国在生产网络上的合作 （杨丹辉， ２００５） ［６］，
但是企业要想从国外进口优质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又面临着很多困难， 比如发达国家

对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封锁、 发展中国家制度体系的不完善、 文化和法制背景的差

异等等， 都会影响中国企业从国外外包及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如何在这些复杂的

国内外环境中做出外包决策并构建自身的全球价值链， 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

思考的问题。 因此，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的微观视角出发， 用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

理论扩展外包模型， 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微观基础———企业外包行为， 并用中国制

造业企业的数据验证提出的假说， 为中国企业的外包行为和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

供决策建议。
较早提出外包模型的是 Ｊｏｎｅｓ 和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０） ［７］的生产活动分节化程度

和形式。 随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 ［８］开始建立一个离岸外包影响不同技能

密集度劳动力的模型， 考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离岸外包对两国不同技能劳

动力工资的影响差异。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２） ［９］则建立了一般均衡下的外包

和一体化的选择模型， 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应如何在外包和一体化的模式中选

择。 但是他们都是从国家或产业层面进行研究， 假设企业是同质的， 直到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１０］结合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１１］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建立了异质

性企业的全球采购模型， 才为全球价值链的微观分析， 即企业外包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 这也是本文理论研究的基础模型。 之后， 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了异质性企业的外包模型， 如 Ｈａｒｍｓ 等 （２０１２） ［１２］分析了在生产过程特定

阶段的企业如何做出外包决定的模型， Ｇａｒｅｔｔｏ （２０１３） ［１３］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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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外包或合并供应商的一般均衡模型， Ｄíｅｚ （２０１４） ［１４］扩展了一个关税的外包

模型等等。
与本文研究最接近的文献是相关契约理论在外包模型上的扩展。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２） 较早地从不完全契约视角解决了一种投入品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外

包和一体化的选择问题；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５） ［１５］开始关注企业的外包行为

本身， 建立了一个外包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模型， 从理论上验证了全球采购模型的

很多结论， 其中契约质量在外包行为中的作用给本文理论模型的扩展提供了很多启

示。 Ａｎｔｒàｓ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８） ［１６］在他们 ２００４ 年论文的基础上引入了契约执行效

率， 研究了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选择不同组织结构以及供应商区位的新均衡，
Ｋｏｈｌｅｒ和 Ｓｍｏｌｋａ （２０１１） ［１７］用数据验证了该模型的很多结论。 虽然结论认为增加采

购渠道会提高利润，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一种采购渠道的组合和利润之间的明确关

系， 现有的投入品采购理论模型也不能解释这种边际影响， 这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了可以扩展的方向。 近年来， Ｌｏｎｇ 和 Ｔｕｕｌｉ （２０１８） ［１８］研究了不完全契约下企

业间的相对谈判势力对外包决策的促进作用， 但是没有提出相对谈判势力的来源并

进行实证检验。 Ｍａｒｃｅｌｌａ （２０１９） ［１９］发现国家和部门的制度差异对外包行为有正向

影响， 且依赖于合作双方的关系， 但是没有深入到企业层面。
国内一些学者也探讨了契约执行效率与离岸外包的区位决策问题。 何玉梅和孙

艳青 （２０１１） ［２０］发现由于生产环节的难以监督和契约制度环境不完善产生的代理成

本， 使跨国企业离岸外包水平显著下降， 间接验证了监督产品质量带来的额外代理

成本会影响企业的外包选择。 李德震 （２０１３） ［２１］也发现提升契约实施效率能显著地

促进离岸外包水平。 马淑琴和陈文豪 （２０１６） ［２２］构建了契约执行效率异质性离岸外

包模型， 检验了契约执行效率与跨国企业利润的门限增长关系。 但是这些文献基本

是从省际或产业层面研究契约执行效率对离岸外包的影响， 且主要关注中国承接国

外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 很少深入到企业层面， 并研究中国企业主导的外包行为，
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留下了很多空间。

相较于已有研究，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结合了不完全

契约理论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 进一步阐明了企业外包行为如何受到不完

全契约中的契约效率和博弈份额的综合影响； 二是将外包行为受到博弈份额的影

响从特殊情形推广到一般情形， 得到博弈份额取决于企业的总部密集度和产品的

消费替代弹性， 同时讨论了契约效率的内生性来源； 三是试图用中国制造业企业

的数据验证提出的假说， 为中国企业的外包决策和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一些决

策启示。

一、 模型构建和理论假说

为了解释异质性企业在契约效率不足时的外包决策及契约效率对外包的影响，
本文将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的基础模型进行重新处理， 并结合不完全契约

理论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 扩展了一个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外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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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偏好和消费

仍然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由不变替代弹性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 的效用函数给定：

Ｕ ＝ ∫ｑ ω( )
σ－１
σ ｄω[ ]

σ
σ－１ （１）

其中， ｑ（ω） 是消费 ω 种产品的数量， σ 是任意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且 σ ＞ １。 而根据 Ｄｉｘｉｔ－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 １９７７） 的定义 Ｑ ≡ Ｕ ， 可以得到加总价格指

数是：

Ｐ ＝ ∫ｐ （ω） １－σｄω[ ]
１
１－σ （２）

其中， ｐ（ω） 是产品价格。 于是求得每种产品的需求函数是：

ｑ（ω） ＝ Ｑ ｐ（ω）
Ｐ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

（３）

为了让下文的公式简洁， 令 Ａ 是消费者的总支出①， 且 Ｑ ＝ Ａ
Ｐ
， 代入式 （３）

得到：
ｑ ω( ) ＝ ＡＰσ－１ｐ ω( ) －σ （４）

（二） 生产和外包

沿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企业成本方程 ｌ ＝ ｆ ＋ ｑ
φ
， 则企业在国内生产的总成

本是：

Ｃｄ φ( ) ＝ ｗｄ ｆｄ ＋ ｗｄ
ｑ
φ

（５）

其中， ｗｄ 是本国劳动力的工资， ｆｄ 是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生产的单位固定成本， ｑ
是企业产出， φ 是企业生产率。 与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的假设一致， 企业生

产的最终品由本企业的组装和供应商的中间品这两部分投入组成， 且服从柯布－道
格拉斯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数：

ｑ φ( ) ＝ φ ｈ φ( )

η
é

ë
êê

ù

û
úú

η ｍ φ( )

１ － η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η

（６）

其中， ｈ φ( ) 是企业对组装的投入， ｍ φ( ) 是供应商对中间品的投入， η 是企业

的总部密集度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②， 且 ０ ＜ η ＜ １。 另外， 假设世界只有本国

和他国组成， 本国在组装上有比较优势， 因此组装在本国， 但中间品可以从本国采

购， 也可以从他国采购。 当企业从他国采购中间品时， 它的总成本是：

Ｃｏ φ( ) ＝ ｗｄ ｆｏ ＋ ｗｄ( ) η τｗｏ( ) １－η
ｑ
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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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对于企业的生产活动， 它是一个外生变量。
这里引入该参数是为了反映最终品生产过程中企业总部在组装上的投入比例， 值越大表示总部投入得

越多， 中间品投入得越少。 如果中间品来自他国， 该参数就会对外包决策和份额产生影响。



其中， ｆｏ 是企业进入他国的单位固定成本， τ 是企业从他国采购中间品的冰山

成本①， ｗｏ 是他国劳动力的工资。 根据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的结论， 当企业生产的产品

加成 （Ｍａｒｋｕｐ） 超过边际成本时， 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π φ( ) ＝ Ｒ
σ

Ｐρφ( ) σ－１ － ｆ ，

于是企业从本国和他国采购中间品时的利润函数分别是：

πｄ φ( ) ＝ Ａ
σ

ｗｄ( ) １－σ Ｐρφ( ) σ－１ － ｗｄ ｆｄ 　 　 　 　 　 （８）

πｏ φ( ) ＝ Ａ
σ

ｗｄ( ) η τｗｏ( ) １－η[ ] １－σ Ｐρφ( ) σ－１ － ｗｄ ｆｏ （９）

这是 Ａｎｔｒàｓ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基础外包模型的结果。
（三） 不完全契约下的新均衡

本文同时引入不完全契约理论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 扩展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 的基础外包模型。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思想， 由于订立所有可能

条款的契约是不可能的， 而契约签订后可能缺乏相关制度和机构的强制执行， 导致

中间品供应商产生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而降低对企业中间品的投入， 这在跨国交易

中可能表现得更明显。 但是供应商对企业投入的中间品往往具有资产专用性②， 一

旦双方这种特定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固定， 就会形成锁定效应 （Ｌｏｃｋ⁃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导致相互敲竹杠问题 （Ｈｏｌｄ⁃ｕｐ Ｐｒｏｂｌｅｍ）。 与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８）
假设只有他国存在契约不完全相比， 本文假设本国和他国都存在契约不完全的一般

情况， 即契约效率分别是 μｄ 和 μｏ （ ０ ≤ μｄ ≤ １、 ０ ≤ μｏ ≤ １） ， 这两个变量越大，
表明相应国家的供应商契约效率越高， 即中间品投入越完全。

产权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当契约不完全时， 现有资产或产品对拥有者来说是一种

剩余索取权。 将其运用到外包模型中则表现为企业和供应商的合作出现摩擦时， 会

根据自身的投入价值来最大化各自的利润， 具体表现为企业和供应商在分配最终收

益时会进行讨价还价和博弈。 假设企业获得的份额是 β （ ０≤ β≤１）， 则供应商的份

额是 １ － β 。 该值越高， 表明企业获得的收益越大， 但供应商获得的收益并不是单调

减少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８）③， 最终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取决于双方的市场势力。
为了认清不完全契约下企业生产和外包的具体流程， 图 １进行了分段展示。 企

业首先在 ｔ０支付进入本国生产的固定成本， 然后根据自身的生产率和利润选择在本

国还是他国外包， 并与供应商签订初始契约， 其中规定企业预先支付给供应商的中

间品费用是 ｖ。 随后， 供应商开始在 ｔ１ 生产中间品， 完成后交付生产商。 若供应商

的契约执行是完全的， 且按约定分配最终品收益， 就不需要经历 ｔ２的重新谈判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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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值得注意的是， τ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模型中反映的是企业出口到他国时产品的边际成本， 而这里的 τ 不

仅有进口中间品的边际成本， 还反映了企业分散化生产的技术壁垒， 如沟通成本、 搜寻成本等。
即资产是特定关系投资， 企业和供应商之间不能无成本地转变交易对象， 因为企业转换供应商的成本

超过供应商投入下降带来的损失时， 企业仍然会选择与供应商交易， 而供应商通过其他企业得到的中间品收

益小于企业对中间品的支付时， 供应商仍然会选择与企业交易。
当企业收益为零时， 企业无法完成组装并获得最终品收益， 因此不能支付给供应商费用。



价还价而完全交付中间品并获得预期收益； 但如果供应商由于契约效率不足减少了

中间品供给的实际价值， 则会陷入与企业博弈的这个阶段。 最后， 无论博弈的结果

如何， 企业都会在 ｔ３获得中间品， 并进行最终品的组装和销售， 尽管收益可能小于

预期。 至此， 企业外包和生产的整个过程才得以完成。

图 １　 企业生产和外包流程

于是在不完全契约下， 企业在本国外包的目标函数是：
　 　 　 　 　 　 ｍａｘ　 　 　 π′ｄ ＝ βＲ φ( ) － μｄｗｄｈ φ( ) － ｖ
　 　 　 　 　 　 ｓ􀆰 ｔ􀆰 　 　 　 ｖ ＋ １ － β( ) Ｒ φ( ) － μｄｗｄｍ φ( ) ≥ ０ （１０）
由于双方的重新谈判使得各自的投入偏离了原始契约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而选

择各自利润最大化的非合作目标， 于是它们面临着激励相容约束：
　 　 　 　 　 　 ｈ φ( ) ＝ ａｒｇｍａｘ βＲ φ( ) －{ μｄｗｄｈ φ( ) }

　 　 　 　 　 　 ｍ φ( ) ＝ ａｒｇｍａｘ １ － β( ){ Ｒ φ( ) － μｄｗｄｍ φ( ) } （１１）
这里最终品的生产仍然满足式 （６）， 于是解得：

　 　 　 　 ｈ φ( ) ＝
μｄβση
ｗｄ

Ｒ φ( )

　 　 　 　 ｍ φ( ) ＝
１ － β( ) σ １ － η( ) １ － σ １ － η( ) １ － μｄ( )[ ]

ｗｄ
Ｒ φ( ) （１２）

将式 （１２） 代入式 （１０）， 得到企业在本国外包的利润函数是：

　 　 π′ｄ φ( ) ＝ Ａ
σ
θｄ ｗｄ( ) １－σ Ｐρφ( ) σ－１ － ｗｄ ｆｄ （１３）

其中，

θｄ ＝
σ － σ － １( ) βη １ － μｄ( ) ＋ １ － β( ) １ － η( ) １ － μｄ( )[ ]

σ － σ － １( ) １ － μｄ( ) }{
σ－ σ－１( ) １－μｄ( )

β σ－１( ) η １－μｄ( ) １ － β( ) σ－１( ) １－η( ) １－μｄ( ) 是式 （１３） 和原利润函数式 （８） 的主要区

别， 包含了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契约效率和产权理论中的博弈份额等因素导致的企业

在本国外包的有限利润的系数。
类似地， 企业在他国外包的目标函数是：
　 　 　 ｍａｘ　 π′ｏ ＝ βＲ φ( ) － μｄｗｄｈ φ( ) － ｗｄ ｆｏ － ｖ
　 　 　 ｓ􀆰 ｔ􀆰 　 ｖ ＋ １ － β( ) Ｒ φ( ) － μｏτｗｏｍ φ( ) ≥ ０ （１４）
这时它和供应商面临的激励相容约束则是：
　 　 　 ｈ φ( ) ＝ ａｒｇｍａｘ βＲ φ( ) －{ μｄｗｄｈ φ( ) }

　 　 　 ｍ φ( ) ＝ ａｒｇｍａｘ １ － β( ){ Ｒ φ( ) － μｏτｗｏｍ φ( ) } （１５）
同样能求得企业在他国外包的利润函数是：

　 　 　 π′ｏ φ( ) ＝ Ａ
σ
θｏ ｗｄ( ) η τｗｏ( ) １－η[ ] １－σ Ｐρφ( ) σ－１ － ｗｄ ｆｏ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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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θｏ ＝
σ － σ － １( ) βη １ － μｄ( ) ＋ １ － β( ) １ － η( ) １ － μｏ( )[ ]

σ － σ － １( ) １ － μｏ( ) }{
σ－ σ－１( ) １－μｏ( )

β σ－１( ) η １－μｄ( ) １ － β( ) σ－１( ) １－η( ) １－μｏ( ) 也是式 （１６） 和原利润函数式 （９） 的主要

区别， 衡量了企业在他国外包的有限利润的系数。
由式 （１３） 和式 （１６） 的表达式可见， 企业的利润函数仍然与 φσ－１ 成正比，

而对 θｄ 和 θｏ 分别进行分解可得 θｄ ＜ １和 θｏ ＜ １， 且两者与原利润函数的截距没有

变化， 因此新的利润曲线如图 ２所示。 与原外包行为相比， 企业在本国和他国外包

的生产率临界值都有所增加， 且获得的利润都有所减少， 具体表现为： ①生产率低

于 φ～ ｄ 的企业仍然会退出市场； ②生产率在 φ～ ｄ 和 φ～ ｏ 之间的企业仍然会在本国外

包， 因为本国外包的利润大于他国外包； ③生产率高于 φ～ ｏ 的最有效率的企业， 如

生产率为 φｏ 的企业会在他国外包， 因为其利润大于本国外包。

图 ２　 不完全契约下异质性企业的外包行为

通过扩展模型的分析可知， 尽管企业面临着契约效率不足带来的损失， 但要想

实现利润最大化， 仍然应该根据自身的生产率采取合适的外包行为。 由图 ２ 可知，
企业进入本国市场要求的生产率更高， 那么低于该生产率的企业由于难以支付更高

的固定成本应退出市场； 而高于该生产率的企业如果能够支付进入本国市场的固定

成本和外包成本， 则应在本国外包， 尽管其利润由于契约效率不足而有所损失； 生

产率最高的企业由于既能支付进入本国市场的固定成本， 又能支付进入他国市场的

外包成本， 则应在他国外包， 尽管该生产率的要求更高， 且利润因契约效率不足而

下降。 另外， 企业在本国或他国外包的利润因契约效率不足而下降， 会导致不同生

产率的企业都会降低对外包的需求， 因此在契约效率不足时生产率对企业外包份额

的影响会下降。 于是，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契约效率不足时企业生产率大于某一临界值时才会在他国外包， 而低

于这一临界值时会在本国外包， 且对外包的生产率临界值要求更高， 生产率对外包

份额的影响也会更小。
要想求得这两个生产率临界值， 可令 π′ｄ φ( ) ＝ ０， 即可求得企业在本国外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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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生产率：

　 　 　 　 　 　 　 　 　 　 φ～ ｄ ≡
ｆｄ

Ａ
σ
θｄ Ｐρ( ) σ－１

ｗｄ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
σ－１

（１７）

令 π′ｏ φ( ) ＝ π′ｄ φ( ) ， 求得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临界生产率：

　 　 　 　 　 φ～ ｏ ≡
ｆｏ － ｆｄ

Ａ
σ
θｏ Ｐρ( ) σ－１

ì

î

í

ïï

ïï

ｗｄ

ｗｄ( ) η τｗｏ( ) １－η[ ] １－σ － ｗｄ( ) １－σ}
１

σ－１

（１８）

（四） 不完全契约下异质性企业外包行为的决策

为了解释不完全契约下异质性企业如何做出外包行为的决策， 当企业生产率大

于他国外包的临界值时， 可以用图 ２中的深色阴影面积除以全部阴影面积， 得到企

业他国外包的利润与全部利润的比， 而外包份额与利润份额的比固定①， 因此可以

用积分方程计算该比值， 得到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中间品占全部外包的份额：

　 　 　 　 　 Ｓｈａｒｅｏ ＝
∫¥

φ
～
ｏ

π′ｏ φ( ) ｄＧ φ( )

∫φ
～
ｏ

φ
～
ｄ

π′ｄ φ( ) ｄＧ φ( ) ＋ ∫¥
φ
～
ｏ

π′ｏ φ( ) ｄＧ φ( )

（１９）

其中， Ｇ φ( ) 是企业生产率分布， 假设它满足形状参数为 κ ＞ σ － １ 的帕累托

（Ｐａｒｅｔｏ） 分布：

　 　 　 　 　 　 　 　 Ｇ φ( ) ＝ １ －
φｍｉｎ
φ

æ

è
ç

ö

ø
÷

κ

， φ≥ φｍｉｎ ＞ ０ （２０）

则可求得该份额是：

　 　 　 　 Ｓｈａｒｅｏ ＝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φ
～

ｏ

φ
～

ｄ

æ

è

çç

ö

ø

÷÷

κ－ σ－１( )

－ １ ＋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２１）

其中， 通过式 （１７） 和式 （１８） 可以计算得到
φ
～

ｏ

φ
～

ｄ

＝

ｆｏ
ｆｄ

－ １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１
σ－１

，

于是不完全契约下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份额占全部外包份额的比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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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企业生产函数 （６） 代入效用函数 （１） 可知， 企业外包的中间品与收益的比为
（σ－１）

σ
（１－η）， 而

利润是系数为
１
σ

的收益函数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 因此中间品与利润的比固定为（σ－１） （１－η）。



Ｓｈａｒｅｏ ＝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ｆｏ
ｆｄ

－ １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 １

æ

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κ－ σ－１( )

σ－１

－ １ ＋
θｏ

θｄ

ｗｄ

τｗｏ

æ

è
ç

ö

ø
÷

１－η( ) σ－１( )

（２２）

其中，

θｏ
θｄ

＝

σ － σ － １( ) βη １ － μｄ( ) ＋ １ － β( ) １ － η( ) １ － μｏ( )[ ]

σ － σ － １( ) １ － μｏ( ) }{
σ－ σ－１( ) １－μｏ( )

σ － σ － １( ) βη １ － μｄ( ) ＋ １ － β( ) １ － η( ) １ － μｄ( )[ ]

σ － σ － １( ) １ － μｄ( ) }{
σ－ σ－１( ) １－μｄ( )

１ － β( ) σ－１( ) １－η( ) μｄ－μｏ( ) ， 它衡量了包括本国和他国契约效率及博弈份额在内的很

多因素对外包份额的影响。 对
θｏ

θｄ
进行分解可知， 它随着 μｄ 的增加而减少， 随着 μｏ

的增加而增加①， 而外包份额随着
θｏ

θｄ
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外包份额随着他国相对

于本国的契约效率的增加而增加。 同时， 对
θｏ

θｄ
求 β 的偏导， 发现当 η → ０ 时， 它

则随着 β 的增加而下降， 即外包份额随着 β 的增加而下降； 当 η→１时， 它则随着

β 的增加而上升， 即外包份额随着 β 的增加而上升。 然而并没有得到外包份额与博

弈份额之间的明确关系， 只求出博弈份额在某一点 β～ 可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外包

份额：

β～ ＝ σ － １( ) η２ ＋ η
２σ ２η － １( )

（２３）

而该点的大小取决于 η 和 σ。 将式 （２３） 分别对 η 和 σ 进行分解可知， 利润

最大化的博弈份额临界值随着企业总部密集度和最终品消费替代弹性的增加而提

高， 因此企业外包份额的临界值随着这两者的增加而上升。 于是， 本文提出假

说 ２。
假说 ２： 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份额随着他国相对于本国的契约效率的增加而提

高， 也随着企业总部密集度和最终品消费替代弹性的增加而提高。

此外， 由
θｏ

θｄ
可以发现， 它对外包份额的影响除了反映两国契约效率的影响外，

还反映了企业总部密集度和消费替代弹性的影响， 它们与契约效率共同作用， 导致

契约效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存在内生性问题。 对
θｏ

θｄ
求 η 的偏导可知， 当 β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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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隐含的假设是本国企业和供应商的契约效率相同。



时， 它随着 η 的增加而下降； 当 β ＞ １
２

时， 它随着 η 的增加而上升； 特别地， 当

β ＝ １
２

时， 它与 η 无关。 这表明， 只要企业获得的收益份额不满足纳什均衡解， 不

同的总部密集度在博弈份额不对称时就会导致契约效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存在差

异。 对
θｏ

θｄ
求 σ 的偏导可知， 它随着 σ 的增加而下降， 于是企业面临的最终品消费

替代弹性越大， 会导致契约效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偏小。 因此， 在检验它们的影

响时必须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尽量减少其内生性带来的偏差。

二、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数据说明

本文测度的企业外包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

数据库的匹配结果①， 具体方法是： 首先， 参照 Ｃａｉ 和 Ｌｉｕ （２００９） ［２３］、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等
（２０１４） ［２４］ 的方法删除每年企业数据中的异常样本； 然后， 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５］的方法用企业代码和名称等信息匹配出 ８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再次， 在

用马述忠和吴国杰 （２０１６） ［２６］的方法剔除每年海关数据中的异常样本后②， 根据

Ａｒｋｏｌａｋｉｓ等 （２００８） ［２７］的定义保留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 （ ＢＥＣ） 中代码为

１１１、 １２１、 ２１、 ２２、 ３１、 ３２２、 ４２、 ５３的中间投入品③； 最后， 由于这两个数据库

不能直接用于匹配 （Ｕｐｗ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２８］， 本文参照 Ｙｕ 和 Ｔｉａｎ （２０１２） ［２９］的
方法进行匹配， 得到 ８年 ３４８８３个企业从 １１２个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中间投入品。 有

了中国企业层面进口中间品数据的支撑， 就可以计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外包份额，
即企业从他国进口的所有中间品价值与企业使用的所有中间投入品价值的比④， 这

也是国际上主流的外包测度方法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 ２００７［３０］；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３１］； Ａｎｔｒà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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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经更新到 ２０１５年， 企业的样本量更大， 但是本文并没有采用， 主要原

因包括： 一是 ２００８年及之后的数据指标缺失值较多， 数据质量较差； 二是 ２０１０年之后企业的统计口径发生

变化， 导致样本选择存在严重偏误； 三是 ２００８年及之后的数据缺乏中间投入品等核心指标， 无法测度本文需

要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包份额。 因此，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只能选择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的数据， 是所有中国制

造业企业数据中的次优选择， 该数据库在现有研究中仍然广泛使用。 此外， 尽管中国外贸的加工贸易比重较

高， 但是加工贸易企业的外包行为与一般制造业企业差别很大， 前者以赚取加工费为主要目的， 而后者以生

产制造为目的， 因此后者符合本文模型的设定， 在匹配数据时本文只选择了一般贸易企业的样本， 也反映了

它们外包来源地的信息。
马述忠和吴国杰 （２０１６） 删除了贸易额小于 ５０ 的样本。 由于本文要加总同一企业中间品的贸易额，

因此不做此处理。
其中，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年要用 ＨＳ９６的六位编码与 ＢＥＣ进行匹配， 而 ２００２年及之后要用 ＨＳ０２进行匹配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分类转换表可以从联合国统计分类中的国际贸易统计分支方法中下载。
其中， ２００３年及之前的企业数据库中没有原材料投入， 只有中间品投入， 因此只能用中间品投入代替

原材料投入。



Ｏｌｌｅｙ和 Ｐａｋｅｓ （１９９６） ［３３］ （以下简称 ＯＰ 法）、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３４］

（以下简称 ＬＰ 法） 较好地解决了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问题， 并在很多

文献中得到广泛运用， 而 Ａｃｋｅｒｂｅｒｇ等 （２０１５） ［３５］ （以下简称 ＡＣＦ法） 进一步解决

了 ＯＰ 法和 ＬＰ 法中有时不能识别劳动力系数的问题， 使估计结果更一致， 因此本

文主要采用 ＡＣＦ法测算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 测算生产率的数据来源仍然是

匹配的企业平衡面板数据， 具体做法是将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的对数设为被解释变

量①，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的资本折旧率， 将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进行年均

９％的折旧后取对数作为资本投入， 将年平均从业人数的对数作为劳动力投入， 将

中间投入做购买力平价折算后取对数作为其他要素投入②， 然后便可以根据 Ｍａｎｊóｎ
和 Ｍａñｅｚ （２０１６） ［３６］的程序估计企业生产率。

目前国际上主要通过对契约效率的调查来衡量当地的契约执行情况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３７］ ， 而契约效率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测度。 在宏观层面本文用

法治指数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来测度契约效率 （ 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２００７） ［３８］ ， 它估计了被

访者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 特别是契约执行质量、 产权、 警察、 法院及犯罪

和暴力的可能性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３９］ ， 值越高表示契约效率越高， 数据

来自世界银行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全球治理指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③。 在微观层面， 本文则用合同执行时间 （Ｔｉｍ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和合

同执行成本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来测度， 前者记录了从卖方决定向法院

提起诉讼之时到货款支付时止的天数， 包括采取行动所需的天数以及期间等候

期， 处理后值越大表示契约效率越高④， 后者则按索赔额的百分比记录， 包括平

均律师费、 法庭费用和执行费用等， 处理后同样是值越大表示契约效率越高⑤，
这两者的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的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营商环境报告》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在对契约效率进行工具变量检验时， 本文采用的是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的国家法律

起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变量， 它源自 Ｌａ Ｐｏｒｔａ 等 （１９９８） ［４０］对各国法律起源

的四类划分， 之后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增加了另一类法律起源———社会主义法。 在此基

础上， 仍然有部分中国企业外包的国家找不到这些起源， 因此本文进行了补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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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工业增加值的方法可能并不能提供稳健的 ＴＦＰ 估计， 因此在实证过程中我们还用总产值作为被解

释变量估计 ＴＦＰ， 并将其对模型的估计结果作为稳健检验的部分。
从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计算的中间品价格指数看， 有的行业中间品价格与基期相比上涨了近 ９０％， 因此

这样的调整是极其必要的。
其中缺少 ２００１年的数据。 由于该指标在样本期内变化不大， 为了弥补这一年数据的缺失， 本文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２年的值进行简单平均作为 ２００１ 年的值。 同时， 本文参照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的方法对其进行标

准化处理， 将原始值加上 ２􀆰 ５再除以 ５， 使其在 （０， １） 的范围内。
由于该数值较大， 本文先用 １５００减去原始值， 再取其对数。
本文用 ６减去原始值的对数。
捷克、 罗马尼亚等苏联国家的法律起源默认为社会主义法， 卢森堡等国家出于地缘的考虑视为大陆法。



　 　 企业总部密集度可以通过替换或调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指标来测度， 本文主

要从资本、 劳动和研发三个维度来展开①。 具体方法是： 用计算企业生产率中的资

本投入除以总资产来测度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用应付工资除以总资产来测度企业的

劳动密集度， 用研发投入除以工业增加值测度企业的研发密集度②。
由于缺少这些企业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直接计算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无法实

现， 因此本文沿用 Ｂｒｏｄａ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４１］其中的对中国各产业的估计结果近

似地衡量企业的消费替代弹性③。
（二） 模型设定

假说 １中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外包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虚拟变量， 即大于他国外包

的生产率临界值时取 “１”， 否则就取 “０”， 于是本文将其设定为固定效应的面板

Ｌｏｇｉｔ模型如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ｔ ＝ βｔｆｐｉｔ ＋ γｔｆｐｉｔ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 ＋∑Ｍ

ｍ ＝ １
δ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ｆｉ ＋ λ ｔ ＋ εｉｔ （２４）

其中，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ｔ 是企业他国外包的潜变量， 即外包行为的边界， ｔｆｐｉｔ 是企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 是企业面对的他国相对于本国的契约效率， 它与生产率的

交互项反映了不同契约效率时生产率对外包行为边界影响的差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是一系

列企业的控制变量， β 、 γ 和 δｍ 分别是生产率、 生产率和相对契约效率的交互项及

控制变量的系数④。 其他变量包括 ｆｉ 是企业固定效应， λ ｔ 是时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是随

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还选取了研发支出、 补贴、 出口交货值、 规模、 年龄等⑤， 主要原因

是： 第一， 研发支出通常能反映企业的生产技术， 并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的技术特

征， 因此控制研发支出才能控制不同企业和行业本身的技术特征对外包需求的差

异； 第二， 补贴能显著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尤其是样本中的国有企业， 因此必

须要控制补贴导致的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包的需求差异； 第三， 出口的企业通常与

国外市场的契约关系更好， 进入国外市场采购的成本可能也更低， 因此也要控制出

口对外包的影响。
要想准确地估计模型中企业选择在他国外包的临界生产率及临界值两侧生产率

对外包份额的影响， 需要构建单重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如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ｔ ＝ α ＋ β１ ｔｆｐｉｔ·Ｉ φｉｔ ≤ γ( ) ＋ β２ ｔｆｐｉｔ·Ｉ φｉｔ ＞ γ( ) ＋ β３ ｔｆｐｉｔ·Ｉ φｉｔ ＞ γ(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 ＋ ∑Ｍ

ｍ ＝ １
δ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ｆｉ ＋ λ ｔ ＋ εｉｔ （２５）

其中，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ｔ 是企业他国外包占全部外包的份额， φｉｔ 是企业从本国外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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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三个维度反映了企业总部密集度的主要类型， 但是它们对中间品投入的需求及产生的外包成本

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进而影响外包份额和决策， 因此本文按此分类， 验证不同密集度的企业在外包份额上

是否存在差异。
大部分年份没有研究开发费， 因此本文参照 Ｘｕ和 Ｌｕ （２００９） 的做法， 以无形资产价值作为研究开发费。
Ｂｒｏｄａ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采用了三位数的 ＳＩＴＣ 分类法， 需要将其与中国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１９９４ （２００２年及之前） 和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年及之后） 分别进行匹配。
这里的系数不是解释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而是对潜变量是否发生的概率大小。
由于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变量， 本文没有控制产业层面的变量。



向他国外包的生产率门限值， γ 是待估计的门限值， β１ 和 β２ 分别是契约效率充分时

门限两侧生产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系数， β３ 是契约效率不足时高于门限值的生产率

对外包份额的影响系数①， 其他变量和系数的含义与式 （２４） 相同， 控制变量的选

取原则也与式 （２４） 一样。
为了验证假说 ２中企业他国外包份额和一系列变量的关系， 本文构建固定效应

面板回归模型如下：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ｉｔ ＝ α ＋ β１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ｔ ＋ β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 β３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ｔ ＋∑Ｍ

ｍ ＝ １
δ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

ｆｉ ＋ λ ｔ ＋ εｉｔ 　 　 　 　 　 　 　 　 　 　 　 　 　 　 （２６）
其中，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 是企业分别以资本、 劳动和研发表示的总部密集度，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ｔ

是企业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 控制变量和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 （２４） 相同。
（三） 结果分析

表 １显示了面板 Ｌｏｇｉｔ模型式 （２４） 的回归结果， 表明不论是宏观层面的法治

指数衡量的契约效率， 还是微观层面的合同执行成本和合同执行时间衡量的契约效

率， 生产率对企业外包行为转变的可能性基本都存在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 且契约

效率越高， 生产率的作用越小， 因此当契约效率不足时生产率对外包行为转变的影

响较小。 其中， 合同执行成本的系数明显小于其他两个指标， 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当

企业和供应商的外包合同执行后， 这种特定关系使企业对供应商的执行成本并不那

么敏感， 供应商只是在完成 “任务贸易” （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 － 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 ［４２］， 因此执行成本的上升不会明显改变企业的外包行为决策。 此外， 两种方

法估计的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结果尽管在系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显著性基本没有

改变， 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较稳健。

表 １　 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契约效率时对外包行为的面板 Ｌｏｇｉｔ检验

解释变量
法治指数 合同执行成本 合同执行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 （ｖａｌｕｅ） ０􀆰 ９２４７∗∗∗ ０􀆰 ０３０５∗∗ ０􀆰 ３３７５∗∗

（０􀆰 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２５６）

Ｔｆｐ （ｏｕｔｐｕｔ） ０􀆰 ５３４６∗∗∗ ０􀆰 ０８５８∗∗∗ ０􀆰 ３９９７∗∗∗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３６１） （０􀆰 ０２８６）

Ｔｆｐ（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４４８４∗∗∗ ０􀆰 ０２３５∗∗ ０􀆰 ２８４１∗∗

（０􀆰 ０１３７）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３７５）

Ｔｆｐ（ｏｕｔｐｕ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１９４３∗∗∗ ０􀆰 ０５６５∗∗∗ ０􀆰 ３４３８∗∗∗

（０􀆰 ０４２４）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６ １１２ ６７ ２３５ ６６ １１２ ６７ ２３５ ６６ １１１ ６７ ２３４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统计水平显著。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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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只加入高于门限值的生产率与契约效率的交互项， 是因为如果企业只在本国外包， 则不存在契约

效率不足的影响。



在检验单重面板回归模型之前， 需要先检验企业生产率对外包边界的单重门限

效应。 以法治指数为例， 根据Ｗａｎｇ （２０１５） ［４３］的方法， 删除 １％的样本异常值， 自

助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取样本 ３００次， 分别得到契约效率不足和充足时的单重面板门

限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可见， 两者的 Ｆ 统计量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

验， 且契约效率不足的临界值都大于契约效率充足的情况， 因此模型存在单重门限

效应①。

表 ２　 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契约效率时对外包边界的单重面板门限效应检验

变量名称 Ｆ统计量 Ｐ 值
临界值

１０％ ５％ １％
契约效率不足 １ ３３７􀆰 ５７ ０􀆰 ００００ １８􀆰 ９３２３ ２７􀆰 １６６８ ４４􀆰 ４５９６
契约效率充足 １ ８４８􀆰 ４０ ０􀆰 ００００ １１􀆰 ７１３３ １５􀆰 ３１４７ ３０􀆰 ２５８０

下面可以通过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估计门限值及其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估计的契

约效率不足时企业在他国外包的生产率门限值是 １􀆰 ８１２７， 而契约效率充足时的生

产率门限值是 １􀆰 ４６２３， 低于前者。 同时， 不论契约是否充足， 门限值两侧企业生

产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显著不同， 因此面板门限模型式 （２５） 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契约效率时对外包份额的面板门限模型检验

解释变量
法治指数 合同执行成本 合同执行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ｖａｌｕｅ） （ φｉｔ ≤ γ ）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３９８∗∗∗ 　 ０􀆰 ２０２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３７） （０􀆰 １１３２）

Ｔｆｐ（ｏｕｔｐｕｔ） （ φｉｔ ≤ γ）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０２３ 　 ０􀆰 １２０１∗∗∗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８８１）

Ｔｆｐ（ｖａｌｕｅ） （ φｉｔ ＞ γ） ０􀆰 ３１９３∗∗∗ ０􀆰 ２７４０∗∗∗ ０􀆰 ２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７１） （０􀆰 １１３０）

Ｔｆｐ（ｏｕｔｐｕｔ） （ φｉｔ ＞ γ） ０􀆰 ２７８３∗∗∗ ０􀆰 ２５９７∗∗∗ ０􀆰 １３０３∗∗∗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６６） （０􀆰 ０８７９）
Ｔｆｐ（ｖａｌｕｅ） （ φ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２４３５∗∗∗ ０􀆰 ２２８７∗∗∗ ０􀆰 ２８７２∗∗∗

（０􀆰 ００６０）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１５５）
Ｔｆｐ（ｏｕｔｐｕｔ） （ φｉｔ ＞ γ·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２２１４∗∗∗ ０􀆰 １３７７∗∗∗ ０􀆰 １７３６∗∗∗

（０􀆰 ００６３）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１２１）

＿ｃｏｎｓ
０􀆰 ０２７１ ０􀆰 ０１７９ ０􀆰 ０３５１ ０􀆰 １３５４∗∗∗ ０􀆰 ０３４６ ０􀆰 ２３２４∗∗∗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０９）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２９２） （０􀆰 ０３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Ｒ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４ ０􀆰 １２８ ０􀆰 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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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避免存在多重面板门限效应导致模型构建错误， 本文以双重门限为例检验了多重面板门限回归模

型。 结果显示单重面板门限效应仍然通过 １％显著性的 Ｆ 统计量检验， 但双重面板门限效应都未通过， 因此

不存在多重面板门限效应， 本文构建的模型是合理的。 合同执行时间和成本的检验结果也类似。



表 ３反映了门限值两侧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契约效率时对外包份额影响的差异，
除了法治指数衡量契约效率时低于门限值的增加值生产率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合同

执行成本衡量契约效率时低于门限值的总产出生产率系数不显著外， 其他系数均为

正且高度显著， 说明企业生产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总体来说是高度显著的正向作

用， 且高于门限值的作用都大于低于门限值的作用。 可见， 契约效率的改善能显著

增加企业在他国的外包份额， 且在高生产率的企业外包行为中效果更明显。 当考虑

到企业在他国外包出现契约效率不足时， 契约效率提升得越高， 高于门限值的企业

的生产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越小， 因此契约效率不足会导致高生产率的企业减少在

他国的外包份额。 至此， 假说 １得到全部验证。
为了反映模型式 （２６） 的结果， 并避免理论模型的分析中企业总部密集度和

消费替代弹性与契约效率共同作用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差， 表 ４ 分别检验法治指

数、 合同执行成本和合同执行时间衡量的契约效率及其他变量对外包份额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三种契约效率对外包份额的影响都有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 因此企业在

他国的外包份额随着他国相对于本国的契约效率的提升而显著增加。

表 ４　 契约效率等变量对外包份额的面板回归模型检验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法治指数 合同执行成本 合同执行时间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１２８７∗∗∗ ０􀆰 ０３８０∗∗∗ ０􀆰 ２８４５∗∗∗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５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２５４∗∗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２１５）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２）

Ｒ＆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２）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０５∗∗∗ ０􀆰 ０６５９∗ ２􀆰 １３７５∗∗∗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３２３） （０􀆰 １１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６

在企业总部密集度中， 只有资本密集度的影响显著性较好且作用方向为正， 劳

动和研发密集度的影响很小且都不显著， 说明企业的外包份额只随着资本密集度的

增加而上升， 劳动和研发密集度几乎没有影响。 另外， 消费替代弹性对外包份额的

作用方向为正且显著性较好。 综上所述， 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份额随着他国相对于本

国的契约效率的增加而显著上升， 随着资本密集度和消费替代弹性的增加而上升，
即博弈份额的增加而上升， 较好地验证了假说 ２。

尽管契约效率的影响符合预期， 但模型的分析表明它对外包份额的影响存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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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问题，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必须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 根据 Ｎｕｎｎ （２００７）
的方法， 国家法律起源是契约效率的良好工具变量， 该变量较好地满足了工具变量

的两个条件： 一是法律起源是国家间契约执行力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４４］； Ｌｅ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ａｒ， ２００５［４５］ ）， 满足与内生变量有较强相关

性的假定； 二是法律起源是历史形成的， 不受当前契约效率和企业等变量的影响，
满足严格外生性的假定。

表 ５报告了对法治指数、 合同执行成本和合同执行时间使用面板工具变量两阶段

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的回归结果①。 结果显示， 不论对哪种契约效率进行检验， 其对

外包份额的影响都是高度显著的正向作用， 说明在控制了引起契约效率内生性的问题

后， 它的影响都是稳健的， 且其他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 此外， 这

三列都报告了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统计量、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和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分别

对工具变量进行的不可识别、 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的检验结果， 发现所有统计量均高

度显著， 可见法律起源作为三种衡量契约效率指标的工具变量是合理而有效的。 至此，
本文很好地解决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假说 ２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５　 契约效率对外包份额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检验

解释变量
（１） （２） （３）

法治指数 合同执行成本 合同执行时间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０􀆰 １７７２∗∗∗ ０􀆰 ０８５４∗∗∗ ０􀆰 ４８７２∗∗∗

（０􀆰 ０１６６）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２４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５３４∗∗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２１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１􀆰 ８ｅ＋０５∗∗∗ ６􀆰 ５ｅ＋０４∗∗∗ ４􀆰 ３ｅ＋０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１􀆰 ５ｅ＋０５∗∗∗ １􀆰 ８ｅ＋０４∗∗∗ １􀆰 １ｅ＋０４∗∗∗

Ｓａｒｇａｎ ８１􀆰 ３９６∗∗∗ ３６􀆰 ４０３∗∗∗ ２８􀆰 ６８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Ｎ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２７９ ０６４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７

三、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基础外包模型的框架内引入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 研究制造业企业

在契约效率不足时的外包行为及与基础模型的差异， 并分析契约效率对异质性企业

外包行为的影响， 最后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研究发现： （１）
尽管契约效率不足导致企业在他国外包的临界生产率有所提高， 利润也受到损失，
但高于该生产率的企业仍然应该从他国外包。 （２） 他国相对于本国的契约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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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采用 ５种法律起源作为一组工具变量， 包括英国普通法、 法国大陆法、 德国大陆法、 斯堪的纳维亚

大陆法和社会主义法。



提升能显著增加企业在他国的外包份额， 且控制了契约效率的内生性后该结果仍然

稳健。 （３） 契约摩擦导致的企业相对于供应商的博弈份额取决于企业的资本密集

度和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 且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它们的增加而提高。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外包决策和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有重要的

启示： （１） 尽管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被锁定在低端环节， 中国企

业与他国供应商的合作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契约摩擦， 但是对于生产率高的优质

企业仍然可以转变发展方式， 加强与他国供应商的合作， 尝试构建自身的价值链，
寻求更多的获利渠道。 （２） 对于已经与他国供应商合作的中国企业， 应改善与供

应商的合作关系， 减少契约摩擦带来的额外损失。 如果这种损失高于外包的利润，
则应转向契约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也可以在国内寻找合适的供应商。 （３） 在

他国外包的中国企业在遭遇契约纠纷时， 要想提高其与供应商在博弈过程中的收益

份额， 应该增加企业在资本上的投入份额， 也可以设法提高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
从而增强在博弈中的谈判势力， 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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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ｅｗ， １９９６， ８６ （２）： ２４０－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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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ＡＮＴＲＡＳ Ｐ，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４， １１２ （３）： ５５２－５８０􀆰
［１１］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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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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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６ （４）： ９００－９１６􀆰
［３７］ ＮＵＮＮ 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１２２ （２）： ５６９－６００􀆰
［３８］ 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７， ７４

（３）： ７９１－８１９􀆰
［３９］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Ｄ， ＫＲＡＡＹ Ａ， ＭＡＳＴＲＵＺＺＩ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Ｊ］ ． Ｈ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２０１１， ３： ２２０－２４６􀆰
［４０］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Ｒ，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Ｆ，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 ＶＩＳＨＮＹ Ｒ Ｗ􀆰 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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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８， １０６ （６）： １１１３－１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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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２）： ５４１－５８５􀆰
［４２］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９８ （５）： １９７８－１９９７􀆰
［４３］ ＷＡＮＧ Ｑ Ｙ􀆰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ａ ［Ｊ］ ． Ｓｔ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５， １５ （１）： １２１－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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